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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

魏后凯

摘 要　 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 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
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 副省级市、 一般省会城市、 一般地级市、 县级市、
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 分析结果表明， 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

低密切相关， 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

势。 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 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

的城市。 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 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

响，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 资源配置、 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 是造成

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 在现有城镇体系下， 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

向， 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 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

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 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 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 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 以

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 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 推动城

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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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城市规模控制政策为什么会失效？

长期以来， 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和政策均强调 “控制大城市规模”。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６０ 年代， 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严重估计，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要 “控
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 （周一星， １９９０）。 这种 “控制大城市规模” 的思想对后来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和政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

市工作会议， 到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国务院批转的 《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 均明确提出

“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或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 （现已废止） 延续了这一政策， 并将 “控制” 改为 “严格控制”。 自 ２０００ 年

之后， 虽然国家提出了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新方针， 但有关 “控制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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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模” 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改变。 如国家 “十五” 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防止盲目扩大

城市规模”； 国家 “十二五” 规划纲要提出要 “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均明确提出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发布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进一步提出：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由此可见， 自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中国的城市发展方

针发生了变化， 但有关控制或严格控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只是在

提法上有所调整， 由过去的 “控制大城市规模” 转变为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控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规模主要是控制人口和用地规模， 而不是限制其经济增长， 这

一点已经在历次国家规划和政策文件中予以明确说明。 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政策看， 中

国控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规模主要采取三种手段： 一是城市规划控制。 中国对城市总体规

划实行分级审批。 早在 １９９０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规定， 直辖市、 省

会 （首府） 城市、 城市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上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须报

国务院审批。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 明确指定非农

业人口 ５０ 万以上的大城市的总体规划须报国务院审批， 其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须先

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核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则明确，
直辖市、 省会 （首府） 城市和国务院指定城市的总体规划须报国务院审批。 迄今为止，
国务院批复的各城市总体规划均对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进行了规划目标控制。 二是城

市户口控制。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采取严格的户口迁移政策来控制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

人口规模。 即使近年来在户籍改革过程中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逐步放开后， 一些大

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落户政策。 现行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采

取先易后难、 从小到大、 逐步推进的阶梯式方式， 对大城市仍需 “合理确定落户条件”，
而对特大城市则需要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目前， 在北京、 上海等特大城市， 户口控制

依然是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手段。 三是产业疏散控制。 国家 “十一五” 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特大城市要调整产业结构， 采用经济手段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大城市郊区化的快速推进， 各地大城市纷纷掀起了中心城区 “退二进

三”、 “退居进商” 的热潮， 并采取行政搬迁、 土地置换、 设置准入和退出标准等方式， 引

导中心城区产业向外疏散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这种产业疏散大都是作为郊区化的一部分，
因而其疏散的地域范围有限， 结果导致这些大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扩张和整体规模增长。

从政策的实施效果看， 这种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近年来中

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明显两极化倾向， 即特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

对萎缩的现象 （魏后凯， ２０１４）， 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大城市规模控制政策是失效的。 有的

学者甚至把当今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称之为 “爆炸性的增长”， 认为其结果 “也可能

是爆炸性的、 毁灭性的” （丁金宏， ２０１１）。 可以说， 中国大城市规模的快速增长与中央

政府的愿望和调控方向是 “悖逆” 的， 或者反向运行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策失效？
在政府控制政策下为什么大城市规模依然快速扩张？ 对此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 大城市超前发展或超先增长是一种客观规律 （胡兆量等， １９８５； 胡兆量，
１９８６； 高佩义， １９９１）， 人为控制大城市规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既是一种 “片面方针”
（王元， １９８５）， 也是一种 “悖论” （王再平， ２０１４）。 这种观点反对控制大城市或特大城

市规模， 主张继续重点支持大城市发展。 第二种观点从集聚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 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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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过快增长是由于存在城市规模效益或集聚经济效益以及大城市承载功能太多， 导致人

口、 资源和其他要素向大城市高度集中的结果 （饶会林， １９８９； 何兴刚， １９９１）。 这种高

度集中将形成过度集聚， 一旦超越其综合承载能力， 将造成严重的集聚不经济， 使 “城
市病” 凸显。 虽然集聚经济是造成大城市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但它并非是初始的原

动力。 在初始阶段， 这些城市的规模为什么会快速扩大？ 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显然， 这

些并非完全可以由集聚经济来解释。 第三种观点着重从历史的角度， 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行

政等级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一般把城市行政等级看成是决定城市规模的重

要因素 （马正林， １９９８； 章生道， ２０００； 周长山， ２００１）， 但也有学者 （成一农， ２００７）
通过对清代城市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 认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不存在城市行政等

级决定城市规模的现象。 在中国， 市场经济一直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发育， 市场的作用相

对有限， 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政治因素和行政力量的重要影响， 因而城市行政等级必定会对

城市规模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但现有的研究均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属于城市史学研究

的范畴， 很少有学者对当今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在国外， 城市设置大多采取 “切块设市” 的模式， 并采用市民自治的方式进行管理，

由于城市只是区域之中人口密集的实体建设地域， 因而城市只有规模大小， 并不存在行政

等级之分 （王明田， ２０１３）， 各个城市无论规模大小， 其发展机会和权利基本上是平等

的。 与此不同， 中国的城市设置主要采取 “整建制设市” 的模式， 现有的建制市均是包

括城区与乡村在内的行政区域， 而且不同的城市处于行政区划的不同层级， 拥有不同的行

政级别， 其政治地位、 立法和管理权限差别很大， 下级城市 （镇） 严格服从上级城市的

领导。 这种依靠行政力量建立起来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 是中国城市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根

本特点。 正是由于这种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存在， 处于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 其政治地

位、 获得的资源和权益甚至发展机会都迵然不同。 这种因行政等级不同形成的城市间不平

等以及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 在市场力量的合力作用下， 将产生一种交叉复杂的

相互强化效应， 导致近年来处于较高行政等级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失

效。 可以认为， 行政中心偏向和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是造成前述 “悖逆” 现象的根本原因

和重要原动力之一。
本文将采用系统的数据， 考察近年来中国城市的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

从综合的角度探讨城市行政等级和行政中心偏向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 在此基

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的关系

城市行政等级是行政等级制度在城市管理上的缩影。 按照国际标准， 中国的建制镇实

际上就是城市。 本文所分析的城市包括建制市和建制镇。 从与行政区划层级相对应的角度

看， 中国的城市行政等级可分为直辖市、 地级市、 县级市和镇四级。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大陆

（未包括港澳台） 共有 ４ 个直辖市、 ２８５ 个地级市、 ３６８ 个县级市和 １９８８１ 个建制镇。 考虑

到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的重要性， 大体可以把城市行政等级细分为直辖市、 副省级市、 一

般省会城市、 一般地级市、 县级市、 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
在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中，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４ 个直辖市处于第一级， 其行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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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 ２２ 个省和 ５ 个自治区对等， 拥有省级立法和管理权限， 市委书记均由中央政治局委

员兼任。 按照行政级别和是否属于省会 （首府） 城市， 又可把地级市细分为副省级市、
一般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三级。 其中， 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确定的 １５ 个副省级市，
包括深圳、 广州、 厦门、 杭州、 宁波、 成都、 南京、 长春、 沈阳、 大连、 哈尔滨、 济南、
青岛、 武汉和西安， 处于城市行政等级的第二级。 虽然这些城市在行政上仍然接受所在省

的管理， 但其行政级别为副省级， 享受副省级管理权限，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方面

则拥有省级管理权限。 除副省级市外， 其他 １７ 个一般省会城市处于城市行政等级的第三

级。 这些城市虽然行政级别和管理权限没有提升， 但市委书记通常由省 （区） 委常委兼

任， 且拥有地方立法权和省会 （首府） 优势。 其余的 ２５３ 个一般地级市， 包括部分较大

的市，① 属于城市行政等级的第四级。 全国的县级市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差异， 如有的省份

设有副地级市或省直管县级市， 并扩大其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但由于各地做法不一， 且缺

乏详细准确的统计， 本文不再做进一步的区分， 统一划分为城市行政等级的第五级。 在全

国众多的建制镇中， 县城作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 往往拥有诸多优势条件， 镇委书记通常

由县 （旗） 委常委兼任， 且在争取投资和公共资源方面具有诸多便利， 很有必要单列出

来作为城市行政等级的第六级。 除县城之外的其他建制镇， 处于城市行政等级的最底层，
为第七级。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设有名目繁多的扩权镇， 如扩权强镇试点

镇、 市直管镇、 副县级镇等， 并不同程度地扩大这些镇的管理权限， 有的还提升了行政级

别， 但由于各地设置标准不一， 且缺乏准确的统计， 这里就不再做细致的区分。
城市规模通常是指城市的大小， 可采用城市人口数量和用地面积来度量， 前者为城市

人口规模， 后者则为城市用地规模。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资料， 本文采用城

（镇） 区人口或县城人口 （包括暂住人口） 来度量城市人口规模， 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和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度量城市用地规模。 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和城市平均规模

如表 １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中国不同行政等级城市数大致呈金字塔形分布， 而城市平

均规模则均呈倒金字塔形分布。 从城市数量看， 行政等级越高， 城市数量就越少； 反之，
行政等级越低， 城市数量就越多。 再从平均规模看， 行政等级越高，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

就越大； 反之， 行政等级越低，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就越小。 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例， ２０１２
年全国 １６２４ 个县城平均人口规模为 ９􀆰 ２ 万人， 而县级市平均人口规模是县城的 ２􀆰 ３ 倍，
一般地级市是县城的 ７􀆰 ４ 倍， 一般省会城市是县城的 ２７􀆰 ３ 倍， 副省级市是县城的 ５１􀆰 ８
倍， 而直辖市则是县城的 １６１􀆰 ２ 倍。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用地规模情况也大体如此， 只不

过其差距要略小一些， 这是因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由于规模大， 其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

效率更高。 在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中， 全国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为 １ 万人， 建成区面积平

均为 ２􀆰 ２ 平方千米， 均远低于县城的平均规模， 也达不到 ３ 万人的最低有效规模要求 （魏
后凯， ２０１０）。 一般建制镇的平均规模更小， 其建成区面积平均为 １􀆰 ２ 平方千米， 仅相当

于县城的十分之一左右。
从平均规模来看， 中国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大小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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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大的市是指省 （自治区） 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２７ 个）、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 （深圳、 珠海、 汕头、 厦

门、 喀什） 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１８ 个）， 这些城市拥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和平均规模

等级 等级名称
数量

（个）

城区人口ｃ 建成区面积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ｄ

平均规模

（万人）
倍数

（以县城为 １）
平均规模

（ｋｍ２）
倍数

（以县城为 １）
平均规模

（ｋｍ２）
倍数

（以县城为 １）

１ 直辖市 ４ １４８３􀆰 ０ １６１􀆰 ２ １００８􀆰 ４ ８７􀆰 ７ １４８２􀆰 ７ １３８􀆰 ６

２ 副省级市 １５ ４７６􀆰 ９ ５１􀆰 ８ ４８９􀆰 ９ ４２􀆰 ６ ４７６􀆰 ２ ４４􀆰 ５

３ 一般省会城市 １７ ２５１􀆰 ４ ２７􀆰 ３ ２３５􀆰 ７ ２０􀆰 ５ ２３６􀆰 ５ ２２􀆰 １

４ 一般地级市 ２５２ａ ６８􀆰 ２ ７􀆰 ４ ８２􀆰 ５ ７􀆰 ２ ８２􀆰 ０ ７􀆰 ７

５ 县级市 ３６７ ２１􀆰 ０ ２􀆰 ３ ２５􀆰 ５ ２􀆰 ２ ２４􀆰 ４ ２􀆰 ３

６ 县城 １６２４ ９􀆰 ２ １􀆰 ０ １１􀆰 ５ １􀆰 ０ １０􀆰 ７ １􀆰 ０

７ 一般建制镇ｂ １５５６３ — — １􀆰 ２ ０􀆰 １ — —

　 　 注： ａ 未包括三沙市； ｂ 按所统计的全部建制镇 （１７１８７ 个） 减去县城计算； ｃ 包括暂住人口， 其中县城为县城人

口； ｄ 缺广东深圳、 揭阳和云南芒市的数据， 采用建成区面积替代， 河南济源数据有误， 已进行更正。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和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计算。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３ 年的数据， 绘制城市平均规模与其行政等级的散布图， 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随着城市行政等级的提高， 即从第七级依次提升到第一级，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

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 在拟合的三个指数函数中， 无论是城区人口还是城市建成区面

积和建设用地面积， 其可决系数 （Ｒ２） 均在 ０􀆰 ９６ 以上， 说明曲线的拟合程度较好。 为了

进一步考察城市规模大小与城市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采用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 （２０１２） 中 ６５６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 县城和一般建制镇因缺乏具体数据未包括

在内。 由于城市行政等级属于有序的分类变量， 所以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系数进行分

析。 结果表明， 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４４， 与城市建成区

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５２， 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３４， 采用双尾检验均

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如果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ｂ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则相关系数值

图 １　 中国城市规模随行政等级的指数增长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和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计算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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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下降， 但均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其中， 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

系数为 － ０􀆰 ６２０， 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６２７， 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相关系

数为 － ０􀆰 ６１０。 这表明， 目前中国城市规模大小与其行政等级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性。
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所以规模较大， 主要是这些城市原有规模较大和近年来规模快速

扩张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 无论是直辖市还是副省级市和一般省会城市， 大

多历史悠久，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其现有城市规模是历史时期不断扩张和逐步累积的

结果。 这些城市大多历史上就是区域的行政中心， 有的则是由于城市规模较大、 经济地位

重要以及开发开放的需要， 后来被确定为区域的行政中心， 或者提升了行政级别。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中国城市的规模等级与其行政等级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且在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１２ 年间保持相对稳定。 ４００ 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大都是直辖市和副省级市； １００ 万 ～
４００ 万人的特大城市以一般地级市为主体， 还有部分为副省级市和一般省会城市；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人的大城市高度集中在一般地级市； ２０ 万 ～ ５０ 万人的中等城市除拉萨外， 全部为

一般地级市和县级市； ２０ 万人以下的小城市， 则绝大部分是县级市。 相关分析表明，
２０１２ 年全国 ６５６ 个城市规模等级与其行政等级之间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ｂ 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６６，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１１， 二者均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中国的城市规模

分布与其行政等级显著相关， 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表 ２　 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与行政等级之间的关系

单位： 个

年份 行政等级 合计
规模等级

４００ 万以上 １００ 万 ～ ４００ 万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 ２０ 万 ～ ５０ 万 ２０ 万以下

２００２

直辖市 ４ ４ — — — —

副省级市 １５ ５ １０ — — —

一般省会城市 １７ — １３ ３ １ —

一般地级市 ２３９ — ５６ ８３ ８７ １３

县级市 ３８４ — ４ １７ １１３ ２５０

２００６

直辖市 ４ ４ — — — —

副省级市 １５ ６ ９ — — —

一般省会城市 １７ — １３ ３ １ —

一般地级市 ２５１ １ ３４ ８３ １０３ ３０

县级市 ３６９ — １ ７ １２０ ２４１

２０１２

直辖市 ４ ４ — — — —

副省级市 １５ ７ ８ — — —

一般省会城市 １７ ２ １４ — １ —

一般地级市 ２５３ １ ４０ ９６ １０１ １５

县级市 ３６７ — — ４ １６９ １９４

　 　 注： 城市人口规模分类， ２００２ 年采用城市人口划分，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采用城区人口 （包括暂住人口） 划分。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２００２） 和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计算。

为了考察中国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平均规模的增长情况， 我们选择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进

行比较分析。 所以选择这两个年份， 主要是考虑这期间建制市的数量保持不变， 行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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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基本稳定， 且统计口径一致， 这样就增加了可比性。 分析结果表明， 在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１２ 年间， 直辖市、 副省级市和一般省会城市城区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一般地级市和县

级市， 其中直辖市的增长速度是一般地级市的约 ５􀆰 １ 倍， 是县级市的约 ３􀆰 ３ 倍； 一般省会

城市则是一般地级市的约 ５􀆰 ５ 倍， 是县级市的约 ３􀆰 ６ 倍； 而县城人口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建

制镇平均增速 （见表 ３）。 这表明， 这期间城市人口主要是向行政等级较高的直辖市、 副

省级市和一般省会城市以及作为县域行政中心的县城集中， 而一般地级市、 县级市和一般

建制镇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与此不同， 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呈现不同的格局， 三个等级的地

级市均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 而处于第一级的直辖市和处于第五级的县级市， 其城市用地

规模扩张幅度较低。 县城的用地规模扩张大大快于一般建制镇， 其建成区面积增速是一般

建制镇的 ７􀆰 ９ 倍。 虽然， 目前各直辖市城市规模已经很大， 而且大多受到综合承载能力尤

其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制， 但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仍快于县级市， 建成区面积扩张

则远高于一般建制镇。 此外， 从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看， 这期间一般地级市建成区和城市建

设用地增长弹性分别高达 ６􀆰 ５８ 和 ５􀆰 ８５， 远远超出该系数的合理范围。① 副省级市建成区

和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也分别达到 ２􀆰 ６５ 和 ３􀆰 ３７， 其城市用地规模呈现出快速扩张的

态势。 这说明， 在目前激烈的城市竞争中， 各地级市大多拥有做大城市规模的动力和冲动。

表 ３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平均规模增长情况

等级 等级名称
数量（个）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１２ 年平均规模增长（％ ） 增长弹性系数ｄ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城区人口 建成区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ｃ 建成区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１ 直辖市 ４ ４ ３０􀆰 ４ ２２􀆰 ８ ２２􀆰 ４ ０􀆰 ７５ ０􀆰 ７４

２ 副省级市 １５ １５ １３􀆰 ９ ３６􀆰 ８ ４６􀆰 ９ ２􀆰 ６５ ３􀆰 ３７

３ 一般省会城市 １７ １７ ３２􀆰 ８ ４４􀆰 ５ ４２􀆰 ６ １􀆰 ３６ １􀆰 ３０

４ 一般地级市 ２５１ ２５２ａ ６􀆰 ０ ３９􀆰 ５ ３５􀆰 １ ６􀆰 ５８ ５􀆰 ８５

５ 县级市 ３６９ ３６７ ９􀆰 １ ２８􀆰 １ ２１􀆰 ９ ３􀆰 １０ ２􀆰 ４１

６ 县城 １６３５ １６２４ ２６􀆰 ３ ４２􀆰 ６ ３０􀆰 ５ １􀆰 ６２ １􀆰 １６

７ 一般建制镇 １６０１７ １５５６３ １０􀆰 ４ｂ ５􀆰 ４ — — —

　 　 注： ａ 未包括三沙市； ｂ 为全部建制镇建成区人口 （包括暂住人口） 平均规模增长； ｃ ２００６ 年广东深圳、 汕头建设

用地缺失数据， 采用建成区面积替代， 阳江和揭阳缺失数据采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平均值估算， 上海缺失数据采用 ２００７
年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比例估算， ２０１２ 年数据处理方法同表 １； ｄ 为城市用地增长速度与城区人口增长速度之比。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和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计算。

三、 行政中心偏向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

城市规模增长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兴衰。 在古代， 中国的城市大多是政治城市， 城市规

模增长更多受政治和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近代以来， 城市政治功能的强弱对城市的发展仍

然至关重要， 一些城市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而逐步走向衰落 （何一民， ２００７）。 新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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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认为， 该系数的合理范围为 １􀆰 １２ 左右 （杨刚桥， １９９８）。



立以后， 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各

级行政中心因获得较多权限和资源， 自然得到快速发展，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在当前经济

转轨时期， 尽管市场的力量不断强化， 但长期形成的行政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 对城市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按照行政等级设置的权力和制度构架以及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
都有利于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规模扩张。 这种因行政力量而产生的集中， 将因集聚经济的

存在而不断得到强化， 诱致人口、 产业和要素进一步集聚， 促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可以

说， 当前中国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规模迅速膨胀， 是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与市场力

量相互作用并不断强化， 造成处于优势地位的高级别行政中心各种功能相互叠加的结果。
所谓行政中心偏向， 就是政府在权力和资源配置、 制度安排等方面， 偏向于行政中心

尤其是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 这里所讲的偏向， 就是在权限设置、 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上

偏重， 优待作为行政中心和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 而忽视、 歧视非行政中心和行政等级较

低的城市。 这种按行政等级高低进行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 是行政等级制度在城市建

设管理领域的延伸， 它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 公正原则， 人为造成了城市之间的

不公平竞争， 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等， 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城镇协调发展的桎梏。 由于这

种行政中心偏向， 使得城市规模的增长快慢并非完全取决于其市场竞争能力。 一些行政等

级较高的城市因获得更多的权益和资源， 规模不断扩大， 而一些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则处

于不利的地位， 甚至因资源和权利被 “剥夺” 而处于相对衰落之中。 长期以来， 受行政

中心偏向的影响， 中国的首都、 直辖市和省会 （首府） 城市， 各种中心功能相互叠加，
既是政治中心、 交通中心、 文化体育中心、 科技教育中心， 还是商贸物流中心、 金融中

心、 工业制造中心和旅游休闲中心等， 由此造成城市规模急剧膨胀， 有的已经不堪重负。
目前， 各省、 自治区的省会 （首府） 绝大部分都是本省区的首位城市， 也大都是最大的

经济中心。 在这种行政中心偏向下， 省会的变迁通常会导致城市经济的兴衰。 其结果， 前

省会城市会出现相对衰落， 新省会城市则迅速扩张， 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魏后凯，
２０１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省会的迁移， 造成前省会与现省会城市人口规

模悬殊的差异， 尤其是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之后， 开封已失去昔日的辉煌， 城市人口

规模增长缓慢， 而郑州的城市规模则急剧膨胀， ２０１２ 年城区人口已是开封的 ６􀆰 ５５ 倍。

表 ４　 新中国成立后省会 （首府） 迁移与城市规模增长

省份

省会（首府）迁移 ２０００ 年城市人口（万人） ２０１２ 年城区人口（万人）

迁移

年份
前省会城市 现省会城市

前省会城市

（Ａ）
现省会城市

（Ｂ）
Ｂ ／ Ａ

前省会城市

（Ａ）
现省会城市

（Ｂ）
Ｂ ／ Ａ

河北 １９６８ 保定 石家庄 ８６􀆰 ６２ １６１􀆰 ００ １􀆰 ８６ １２１􀆰 １３ ２５１􀆰 ０１ ２􀆰 ０７

内蒙古 １９５３ 张家口 呼和浩特 ７１􀆰 ４２ １０６􀆰 ００ １􀆰 ４８ ８６􀆰 ８０ １８９􀆰 ０１ ２􀆰 １８

吉林 １９５４ 吉林 长春 １７９􀆰 ３４ ２９２􀆰 ８３ １􀆰 ６３ １２７􀆰 ９３ ３６１􀆰 ００ ２􀆰 ８２

黑龙江 １９５４ 齐齐哈尔 哈尔滨 １４３􀆰 ６５ ３３８􀆰 ２０ ２􀆰 ３５ １０８􀆰 ８５ ４３０􀆰 ６１ ３􀆰 ９６

河南 １９５２ 开封 郑州 ７７􀆰 ２５ ２７２􀆰 ４７ ３􀆰 ５３ ８８􀆰 ８６ ５８１􀆰 ６６ ６􀆰 ５５

广西 １９５０ 桂林 南宁 ６４􀆰 ３０ １３５􀆰 ６４ ２􀆰 １１ ８２􀆰 ２０ ２４８􀆰 ０８ ３􀆰 ０２

　 　 注： 城市或城区人口包括暂住人口。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２０００）、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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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中心偏向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
一是权限设置。 在过去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 中央政府掌握着无限的权力， 各级权力

中心以及靠近权力中心的城市， 由于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政治力量支持而不断繁荣

（刘泽华等， ２００５； 赵冈， ２００６； 邓伟， ２０１１）。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虽然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下降，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目前政府在

经济发展中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直辖市、 副省级市到一般地级市， 再到县级市和建

制镇， 这些城市不仅行政级别不同， 它们在立法、 行政、 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限也

迥然有异。 就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而言， 拥有较多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限， 就意味着较多

的发展机会以及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而对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来说， 由于各种权力有

限， 则意味着发展机会的丧失和调动资源能力的缺乏。 特别是， 在近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

中， “财权上收、 事权下移” 造成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责权利严重不对称。 处于行政等级

底层的县级市和建制镇， 虽然承担了大量的公共事务， 但其财权和管理权限却较少。 显

然， 这种按照行政等级高低对城市政府赋予不同的权限， 有利于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发

展和规模扩张， 而不利于行政等级较低、 接近农村和基层的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发展。
二是资源配置。 行政中心是各级政府的所在地。 除了各级政府机构外， 政府所掌控的

各种资源如高等院校、 科研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 国有企业、 大型医院、 文艺团体等， 也

高度集中在等级较高的行政中心。 由于接近权力中心， 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 外商投资、
私营企业、 各类优秀人才以及能够影响决策的成功人士也大多集聚于此。 因此， 行政等级

较高的城市因处于权力和决策中心， 往往能够从上级政府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便利。 正是由

于这种地理临近效应以及各种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的集中， 促使中央政府倾向于将更多资

源投向首都、 直辖市和副省级市， 省级政府把更多资源投向各省会 （首府） 城市， 而各

地级市则把更多资源投向中心城区。 以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为例， 城市行政等级越

高， 人均占有的投资就越多。 ２００６ 年， 直辖市、 副省级市和一般省会城市人均市政公用

设施建设投资分别是县级市的 ４􀆰 ２２ 倍、 ２􀆰 ７２ 倍和 １􀆰 ９８ 倍， 一般地级市也是县级市的

１􀆰 ３０ 倍， 近年来这种城际差距虽略有缩小， 但直辖市、 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仍然是县级

市的 ２ 倍以上 （见表 ５）。 建制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更远低于各个等级的建制

市。 其结果， 不同行政等级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悬殊。 ２０１２ 年， 行政等

级较高的城市各项市政公用设施水平大都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 更远高于县城和一般

建制镇 （见表 ６）。 特别是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 政府可掌控的国有资本也在不断向拥有较多政

治资源的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集中 （邓伟， ２０１１）。 这说明， 在现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下，
一个城市的行政等级越高， 就越靠近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 所获得的各种机会和资源

就会越多， 也就越有能力进行城市规模扩张。
三是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是城市增长的关键因素。 由于经验不足， 中国许多重大改革

开放举措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 率先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 “先行先试”， 取得经验后再

在全国推广。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因临近权力中心、 “试验” 条件

较好、 影响决策的能力较强， 往往能够争取到更有利的制度安排。 也就是说， 中国现行的

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行政中心偏向， 对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比较有利。 譬如， 国家设立的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和保税港区等， 最初多布局在

沿海地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 此后才逐步向其他城市扩展。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１０ 个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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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中国城市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比较

指标 年份 直辖市 副省级市 一般省会城市 一般地级市 县级市 县城 建制镇

人均投资额

（元）

２００２ １８９５􀆰 ９２ １３２３􀆰 ５５ ９７８􀆰 ０６ ５５４􀆰 ８４ ４７４􀆰 ６０ — —

２００６ ３４３８􀆰 ３１ ２２１９􀆰 ３０ １６１５􀆰 ５３ １０６２􀆰 ８９ ８１５􀆰 ５７ ６３４􀆰 ７８ ３５４􀆰 １８

２０１２ ４５９４􀆰 ２５ ５２４５􀆰 ６０ ４２０４􀆰 ５７ ３１５６􀆰 ９４ ２０７４􀆰 ２１ ２６０５􀆰 ７０ ７６８􀆰 ５９

相对水平

（以县级市为 １）

２００２ ３􀆰 ９９ ２􀆰 ７９ ２􀆰 ０６ １􀆰 １７ １􀆰 ００ — —

２００６ ４􀆰 ２２ ２􀆰 ７２ １􀆰 ９８ １􀆰 ３０ １􀆰 ００ ０􀆰 ７８ ０􀆰 ４３

２０１２ ２􀆰 ２２ ２􀆰 ５３ ２􀆰 ０３ １􀆰 ５２ １􀆰 ００ １􀆰 ２６ ０􀆰 ３７

　 　 注： 人均投资额 ２００２ 年按城市人口计算，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按城区人口计算， 建制镇、 县城分别按建成区人口、 县

城人口计算， 均包括暂住人口。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２００２）、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和 《中国城乡建

设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整理。

表 ６　 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差异

指标

实际值 相对水平（以建制市为 １）

建制市 ＃直辖市ａ ＃地级市ａ ＃县级市ａ 建制镇 ＃县城
县城 建制镇

用水普及率（％ ） ９７􀆰 １６ ９８􀆰 ４６ ９５􀆰 ８３ ９４􀆰 ２３ ８０􀆰 ７９ ８６􀆰 ９４ ０􀆰 ８９ ０􀆰 ８３

燃气普及率（％ ） ９３􀆰 １５ ９８􀆰 ３３ ８９􀆰 ７２ ８５􀆰 ７２ ４６􀆰 ７０ ６８􀆰 ５０ ０􀆰 ７４ ０􀆰 ５０

污水处理率（％ ） ８７􀆰 ３０ ８８􀆰 １９ ８５􀆰 ５０ ８１􀆰 ３４ ＜ ２０ｂ ７５􀆰 ２４ ０􀆰 ８６ ＜ ０􀆰 ２３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 １２􀆰 ２６ １１􀆰 ９１ １２􀆰 ４９ １１􀆰 ２２ １􀆰 ９２ ８􀆰 ９９ ０􀆰 ７３ ０􀆰 １６

建成区绿地率（％ ） ３５􀆰 ７２ ３７􀆰 ３８ ３５􀆰 １３ ３１􀆰 ５０ ９􀆰 ８０ ２３􀆰 ３２ ０􀆰 ６５ ０􀆰 ２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３９􀆰 ５９ ４０􀆰 ５８ ３８􀆰 ９６ ３５􀆰 ９６ １３􀆰 ７０ ２７􀆰 ７４ ０􀆰 ７０ ０􀆰 ３５

　 　 注： ａ 为各城市算术平均数； ｂ 为 ２０１０ 年数据。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中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状况公报》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整理。

除舟山群岛新区外， 其他均布局在直辖市、 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 包括上海、 天津、 重

庆、 兰州、 广州、 西安、 贵阳 － 安顺、① 青岛和大连。 国家设立的 １２ 个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 除山西省、 黑龙江省 “两大平原”、 浙江义乌外， 其他均布局在直辖市、 副省级市

和省会城市， 包括深圳、 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厦门、 重庆、 成都， 或者以省会

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和经济区， 如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和沈阳经济区。 目前， 国家

已批准在上海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各种产业园区、 新区和其他功能区的建设将促进人

口、 产业和要素集聚， 刺激城市规模扩张。 同时， 在现有行政区划体制下， 一个城市能否

设区取决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 地级及以上城市可以设区， 而县级市不能设区。 前些年，
撤县 （市） 改区已成为直辖市、 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扩大规模的主要途径， 这无疑加剧

了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规模扩张趋势。 此外， 在城市建设方面， 目前中国还缺乏一个可持

续的地方税体系和城市建设融资的长效机制， 各地城市建设高度依赖土地财政。 这种制度

安排将有利于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 而不利于行政等级较低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这是

因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 通常土地和房屋价格较高， 城市土地出让转让收入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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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城市大规模建设经营， 而行政等级较低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缺乏这方面的条件。
在有利的权限设置、 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 高级别行政中

心必定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吸附力， 促使周边地区的人口、 产业和要素向这些中心集聚。 一

般地讲， 城市行政等级越高， 对周边资源和要素的吸附能力就越强。 这种吸附能力更多是

与城市行政权力和政府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的， 不仅反映在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上， 更体现

在各类人才、 资金甚至建设用地指标的吸纳上。 从空间上看， 这种吸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行政中心凭借权力和中心优势， 形成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吸纳； 二是行政等级较高

的城市凭借行政权力以及优良的公共设施和服务， 形成对较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吸纳。 如全

国各地企业总部向北京、 上海等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迁移， 造成落后地区资源向经济发达

地区不断汇集 （魏后凯、 白玫， ２０１０）。 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也是如此， 从迁移成本和联

系便捷性看， 农民似乎更愿意进入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小城镇就业机会的缺乏以及公共服务和预期收入的差异， 农民往往越过小城镇和中小

城市， 直接大规模涌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尤其是直辖市、 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 据国家

统计局 （２０１４） 调查， ２０１３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 ６３􀆰 ９％ 流向了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地级

市， 其中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占 ３０􀆰 ５％ 。 市管县体制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实行市管县的初

衷是希望打破城乡分割，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事实上， 不少地

级市凭借权力和中心优势， 更多起到了吸纳所辖县域资源和要素的作用， 地级市俨然成了

县域财政和资源的 “抽水机”， 有的甚至通过行政力量将所辖县域的建设用地指标人为地

向地级市中心城区 “集中”。
由此可见， 近年来中国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 是与城镇化进程中的

行政中心偏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府在权限设置、 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偏向行政

等级较高的城市， 在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下， 将形成一种强大的吸附力， 促使行政等级较

高的大城市规模快速扩张。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 因

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通常都是大城市。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 这种大城市偏向或首位城市

偏向也是存在的 （Ｍｏｏｍａｗ ａｎｄ Ｓｈａｔｔｅｒ， １９９６）。 在发展中国家， 各级政府部门往往把过多

的资源投向大城市， 尤其是作为首位城市的首府 （ Ｇｕｇｌｅｒ， １９８２ ）。 Ａｄｅｓ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５） 则认为， 在城市集中的驱动力中， 政治力量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 专制集权体

制将导致资源向单一大都市的集中。 因此， 在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双重作用下， 政府资源配

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将促使人口、 产业和要素向各级行政中心集聚， 反过来， 集聚后形成的

规模效益又成为政府做出资源配置决策的重要依据。 正是由于这种行政中心偏向与市场力

量的相互强化作用， 才导致近年来中国大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中国的城市规模及增长速度与其行政等级密切相关。 行政等级较高的城

市， 其规模一般较大， 增长速度较快； 相反， 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 其规模通常较小， 增

长速度也较慢。 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速度的差异， 是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和市场

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政府在权限设置、 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对较高行政等级城市

的偏爱， 以及这些城市在政府与市场力量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强大吸附能力， 是造成这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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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重要原因。 这种行政中心偏向虽然有利于较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发展， 但它造成了城市

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还强化了各城市争取提升行政级别的倾

向。 各种资源向较高行政等级城市尤其是首位城市过度集中， 不仅会损害经济的增长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８７）， 还将降低非首位城市的生活质量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２）。 为此， 必须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按行政级别高低配置资源的行政中心偏向， 消除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城市

行政等级观念， 促进城市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创造一个

公平、 公正的外部环境。
第一， 城市规模控制要以承载力为依据。 长期以来， 中国实行的城市规模控制政策是

以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小作为唯一依据。 事实上，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有优劣， 它们在城

镇体系中承担着不同功能， 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此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个城

市并非人口规模大就一定要控制， 人口规模小就要积极发展， 关键是要看该城市的发展潜

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大小。 这里所讲的综合承载能力，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区域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 它设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天花板； 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容量， 一旦城市人口规

模超过了这一容量， 就会产生拥挤或短缺， 导致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 三是人口吸纳能

力， 它取决于城市产业支撑能力提供的就业机会。 如果缺乏产业支撑， 没有就业机会， 大

量进城农民就会失业， 或者进入非正式部门就业， 由此加剧城市贫困状况， 造成社会不稳

定。 未来中国的城市规模控制政策， 应走出单纯以人口规模作为调控依据的误区， 在对综

合承载能力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 实行以综合承载力为依据的规模控制政策。 不同城市

无论规模大小， 只要超越了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都要进行相应的控制。 城市的规模大小

及增长一定要与其综合承载能力相适应。 当然， 我们提倡对城区人口 ４００ 万人以上的特大

城市实行人口规模控制 （魏后凯， ２０１４）， 并不单纯是因为这些城市规模大， 而是由于它

们大都已逼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 有的已处于超载状态。
第二， 要维护城市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任何城市无论

规模大小和地区所在， 都应拥有平等的发展权， 城际公平、 机会均等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中国的城市是与行政区划的不同层级联系在一起的， 在现行城市型政区体制未得到根本改

革的情况下， 单纯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难度较大。 但是， 我们不能把这种城市行政级别

“扩大化”， 更不能把它作为公共资源配置的依据。 对某些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城市给予优

待或优先支持， 就意味着对其他城市的歧视。 行政中心并非一定都要发展成为经济中心。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要按照 “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 农民自愿、 成本分担” 的原则，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切实解决普遍存在的政府越位、 缺位和错位问题， 充分发

挥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前

期， 市场力量的作用会促使人口、 产业和要素向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集中， 因此从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角度看， 政府应实行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导向的 “逆向” 调控，
重点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如果政府采取 “顺市场” 调节的方式， 那么完全可以

通过完善市场机制达到同样的目的。 当前， 政府的城市规模调控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那些即将或已经超载的特大城市实行功能疏散即 “去功能化”， 促使其尽快实现转

型升级，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增

强其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能力。
第三， 以扩权为重点促进小城镇发展。 向下扩权是促进小城镇发展的关键。 为适应新

５１

魏后凯： 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



型城镇化的需要， 当前亟须实行差别化战略， 分类推进小城镇发展。 一是对那些镇区人口

等达到设市标准的建制镇， 采取整县改市或 “切块设市” 的办法， 尽快启动设市工作，
并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动 “镇改市” 试点。 要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设市标准， 新的设市标

准主要考虑城区人口密度、 人口集聚规模和市政设施水平， 适当体现地区差别和特殊需

要， 而不应过多地考虑行政级别、 经济总量规模等指标。 二是按照小城市的标准， 加大对

建制镇的公共投入， 加快镇区道路交通、 公共供水、 燃气供热、 污水和垃圾处理、 文化体

育等设施建设， 提高建制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逐步缩小镇与市的公共服务差距。 三

是考虑到 “镇改市” 会带来行政级别的提升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而难以大规模推行，
对于大多数具有区位优势、 吸纳人口多、 经济实力强的镇， 重点是深化扩权强镇改革试点，
扩大建制镇的行政、 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 通过扩权强镇改革， 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充分发

挥其主动性， 培育和增强小城镇的发展活力， 全面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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